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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框架的叙述者和受述者
———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叙述的本质

谭 光 辉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０１０１）

摘　要：确定叙述者的形态和隐含作者的形态，是讨论不可靠叙述的基础问题。不可靠叙述问题论争的根源，是将

叙述者和隐含作者都视为人格。以赵毅衡“框架－人格二象”论的基础上，可以从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和第二人

称叙述的受述者形态入手，论证不论哪种人称叙述，叙述者和受述者都是框架而不是人格，虽然构成框架的人格组

分可能出来声称自己是叙述者。框架中有关叙述功能的部分，就是叙述者和受述者，有关人格的部分，就是隐含作

者和隐含读者。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是一体两面，受述者与隐含读者也是一体两面，都是对框架的抽象。第一人称

叙述是使用一个人物作为观察者，并伪装成人格叙述者的叙述。第二人称叙述是使用一个人物作为观察者，并伪

装成人格受述者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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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叙述者的框架－人格二象
赵毅衡在《“第三人称叙述者”何处寻？》《广义叙

述学》中建构了一个叙述者的基本形态。他的核心
意思是：“叙述者经常不表现为人格，而以框架形式
呈现自身。但是在这个框架中，叙述者经常会用各
种方式冒出来。所谓第三人称叙述框架方式，是叙
述文本结构的底盘，人格叙述者随时会现出身来，各
种程度杂糅的可能性都会发生，直到发展成第一人
称叙述。”［１］这个结论非常精彩，解决了第三人称叙
述的叙述者形态问题。所有叙述者永远都是框架—
人格二象的，第三人称叙述是垫底的叙述方式，如果
叙述者充分人格化，就变成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即
是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人格化最充分的叙述者，而

第三人称叙述者是人格化特征最弱的叙述者。“‘第
一人称小说’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叙述者自称‘我’。”
“第三人称叙述只不过是叙述者尽量避免称呼自己
的叙述而已”［１］。他的意思是说，从本源上讲，叙述
者永远是第一人称的，所谓的第三人称叙述，只不过
叙述者隐身了，由于隐身造成人格化特征消失，因此
叙述者就更多地表现为框架。但是，即使是作为框
架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也会时常有一个人格化的叙
述者冒出来发出声音。赵毅衡着重讨论的是第三人
称叙述者，对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述的叙述者讨
论较少。本文以此为起点，继续讨论第一人称叙述
的叙述者和第二人称叙述的受述者形态问题，为三
种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建构一个共同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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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二、学界对第一、二人称叙述的讨论
叙述者永远为第一人称，这是也是热奈特的基

本看法。黄希云就此继续补充道：“不仅叙述者，而
且叙述接受者的人称也是固定不变的，作为说话者
和听话者，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始终都是第一人
称对第二人称的关系。”［２］这一认识可能不容再争
论，因为假如叙述者真的可以自称，他必然用第一人
称，听话的人当然就是第二人称。问题的关键在于
被叙述者的人称，可以有三个人称的变化。也就是
说，我们谈论叙述人称问题时，只可能是在谈论叙述
者对被叙述者的指称。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由于叙述者如果自称必

然为“我”，而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对人物的指称
也是“我”，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两个“我”是同一
个人。黄希云认为：“在纯粹的第一人称小说中，叙
述者与被叙述者相互不再独立，而是同为一人。”［２］

阿伯拉姆斯（一译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术语汇编》定
义第一人称叙述时要相对委婉：“叙述者采用‘我’的
口吻来讲故事。‘我’同时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人
物”［３］，仍然把叙述者和被叙述者视为一体。陈慧娟
在讨论第一人称的时候同意这个看法，只不过她发
现：第一人称叙述中，“虽然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同
一个人，但是他们却是不同时期的‘我’，处在不同的
时空。”［４］卢特称“第一人称叙述者则集叙述者功能
和角色功能于一身”［５］。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第二人称叙述的讨论

中。第二人称叙述，叙述者对人物的指称为“你”，由
于受述者也只可能是“你”，所以人物与受述者就具
有了同一个称谓。因此黄希云认为“在纯粹的第二
人称小说中，被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同为一人”［２］。
童庆炳没有挑明人物与受述者之间的关系，只是做
了一个大体描述：“第二人称叙述是指故事中的主人
公或某个角色是以‘你’的称谓出现的。”［６］避开了问
题。费伦对第二人称叙述中的“你”分析非常详细，
但是他仍然把人物与受述者合为一体，而把实际读
者与前者区别开来：“当向受述者—主人公发出的一
个第二人称称谓与向实际读者发出的一个称谓既相

重合又相区别时，这些读者将同时占据受述者和观
察者的位置。”［７］１０９他认为，是话语模糊了实际读者
与“受述者—主人公”之间的界限，而受述者与主人
公是合一的。
这样对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二人称叙述进行描

述，看起来简单明了，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迄今为止

叙述学讨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叙述的叙述者的基

础。多数学者都认为最难的问题是如何找到第三人
称叙述的叙述者，而不是如何找到第一人称叙述的
叙述者。邦维尼斯特甚至认为第三人称小说根本没
有叙述者。申丹说，“在探讨不可靠叙述时，批评家
一般仅关注第一人称叙述”［８］，究其原因，可能是因
为多数批评家都一致认为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是

显在的。赵毅衡认为，“叙述者并没有人称问题，却
有一个隐现问题”［１］。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被看
作现身的，第三人称叙述的叙述者被看作隐身的。
其实问题可能要远比这个描述复杂。本文试图证
明，叙述者确实有显隐的问题，但不存在人格化问
题。任何现身的叙述者，一旦人格化，就成为人物。
任何现身的受述者，一旦人格化，也成为人物。由于
这个原因，学界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方向，就需要修
正。
三、第一人称叙述：伪装人格化的框架叙述者
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在

一个叙述中，叙述者叙述自己是否可能？叙述受述
者又是否可能？弄清楚这个问题是探讨第一、二人
称叙述的叙述者和受述者形态的更为基础的问题。
叙述者能叙述自己吗？“我”能叙述正在叙述的

“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第一人称叙述文
本中的“我”就绝不可能是叙述者，而只能是被叙述
者。
随着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发现我们进入了一

个显而易见的悖论：被叙述层中的人物跨层进入叙
述层，叙述便陷入怪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何判
断下面这个叙述的叙述者：他是此文本的叙述者。
站在叙述者的层面看，“他”只能是一个人物，因而叙
述者仍然是“我”。如果站在受述者的层面并跟随文
本的引导，文本中“他”就应该是这个文本的叙述者。
我们非常清楚，第二个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理
解中，被叙述层的人物“他”是因为词语“叙述者”的
引导跨到了叙述层。常识告诉我们，“他”不可能是
这个文本的叙述者。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
“他”换成“我”，不论站在哪个层面看称谓都是“我”，
于是叙述者和人物就被看作了同一个人，这个命题
反而成立了。把两个叙述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
明白，即使把“他”换成“我”，“我”仍然只是一个人
物。道理非常简单：被叙述者只有老老实实呆在被
叙述层，才不会造成理解的混乱，才可能避免悖论。
我们之所以把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同时理解为人
物和叙述者，其根源就是采用了跨层思维，我们被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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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称的假象迷惑了！进一步观察，假如这个文本
像这样说，就更容易使我们进入悖论：我不是此文本
的叙述者。若“我”是叙述者与人物的合一，则会出
现不可解决的矛盾。若我们相信叙述者，则“我”就
不是此文本叙述者。然而常识又告诉我们，“我”必
然是此文本的叙述者。此时，“常识”仍然是跨层的
思维，“常识”使我们必须把“我”理解为叙述者。由
此观之，将文本中的“我”理解为叙述者，实际上是一
种自然化了的跨层思维。正是自然化的跨层思维让
我们把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理解为叙述者。此悖
论类似于叙述中的回旋分层：“在一个叙述文本中，
有一个次级叙述层，而这一次叙述层又被揭示为与
其上层叙述是同一个文本。”［９］上面的例子看似不存
在次级叙述层，然而一旦我们把叙述者也视为一个
被作者创造的特殊人物，那么这个单句中就已经包
含了两层。如果我们把“我”看作叙述者，这个叙述
就陷入悖论。赵毅衡认为：“叙述者是很不自由的。
他虽然控制着整个叙述，但他无法描述自己，因为他
无法摆脱叙述这个任务。正如托多洛夫所说，‘言语
行为的主体，从本质上说是无法表现的。’”［１］这个描
述不仅适用于第三人称叙述，也适用于第一、二人称
叙述。既然叙述者不可能叙述自己，第一人称叙述
文本中的“我”当然不可能是叙述者。
略萨曾说：“叙述者永远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人

物，是个虚构出来的角色，与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其
他人物是一样的，但是他比其他人物重要。”［１０］如果
叙述者真比其他人物重要，而第一人称叙述中作为
叙述者的“我”就要比作为人物的“我”重要。如果第
一人称叙述被理解为叙述者叙述了自己，结论岂不
就成了“我比我重要”吗？显然这是荒谬的。事实
上，类似略萨的论述早已成为叙述学界的共识，赵毅
衡说叙述者 “是叙述文本塑造的一个特殊人
物”［１１］７２。如果我们认可这个结论，就必须面对第一
人称叙述中的叙述者“我”与作为人物的“我”的关系
问题。
在“自我叙述型”的故事中，“小说中的一个人物

担任叙述者，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１２］，例如
《狂人日记》，日记部分相当于一个人物“狂人”讲述
了关于他自己的故事，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相信“狂
人”既是日记中的人物，又是日记的叙述者呢？现在
学界的看法大多趋于一致，认为日记的叙述者就是
“狂人”自己。仔细研究，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在
文本中，作为人物的“狂人”有两个人格，一个是清醒
后的狂人，一个是疯狂的狂人；在日记中他也有两个

人格，一个人格被理解为疯子，一个人格被理解为战
士。然而作为叙述者的那个“狂人”并不疯狂，他很
有逻辑、很有技巧地讲述了“狂人”的故事，我们有什
么理由认为这二者是同一个人呢？同样的道理，我
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叙述者就
是人物莎菲，作为人物的莎菲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
的一篇小说？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观念中会自然而
然地认为日记体小说的叙述者和人物视为同一人

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日记是一种纪实型体裁，我
们会自然而然地把第一人称纪实型叙述中的人物

“我”理解为叙述者“我”。坦白、自传、忏悔，作为叙
述者的“我”几乎都被理解为与作为被叙述者的“我”
的合一，因为我们必须相信这两个人物在人格上的
延续性。
为此，我们就必须从研究纪实性叙述的叙述者

形态入手。赵毅衡认为：“在第一人称的自传、日记、
第一人称小说，会出现所谓‘二我差’”，“叙述者‘我’
与人物‘我’是同一个人，却不是同一个人物。叙述
者‘我’出现在后，在‘叙述时刻’；人物‘我’出现在
前，在‘被叙述时段’，此刻的我是叙述者，讲述过去
的我的故事。”［１３］１５８－１５９即是说，对第一人称叙述，可
以从时间上把作为叙述者的“我”与作为人物的“我”
进行划分，他把纪实型叙述和虚构型叙述放在了一
起。为了厘清这个关系，本文先分开来谈。
在第一人称纪实型叙述中，比如日记、自传，作

为叙述者的“我”在时间流中似乎必然处于作为人物
的“我”之后，事实上不尽然。例如我制订的关于我
的计划、幻想，叙述者“我”就处于人物“我”之前。当
然，“我”也可以记述正在叙述的此刻的“我”：“我正
在写这句话。”在观念上，叙述者我与人物我可以没
有时间差。因此，从时间（历时性）上将叙述者我与
人物我分开就会失败。这二者的差异，只能在共时
性的结构上寻找。既然叙述者我处于叙述层，人物
我处于被叙述层，那么他们就必然不在同一个世界。
一旦有一个主体我将自我观念化，被观念化的那个
客体我就不可能是正在将其观念化的那个主体我。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任何人都不可能看见自己的眼
睛，要看见它，就必须照镜子，一旦照镜子，就只能看
见镜像，作为镜像的眼睛当然不可能等于眼睛。同
理，被观念化的客体我必然只能是主体我的镜像。
即是说，任何第一人称叙述中的叙述者我与被叙述
者我，在结构上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南帆说：“叙述
者仅仅是一个叙事学范畴，一种话语功能，叙述者的
意义在于以个人口吻统一叙事话语。”［１４］虽然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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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中将第一人称叙述者游移于话语功能与

角色功能之间，但是他仍然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叙述者不是一个人格，而是一个功能。叙述者讲述
的对象，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他最多只能讲述自己的
镜像。任何第一人称纪实性叙述，叙述者只能讲述
业已符号化了的自我。任何符号化了的自我，都必
然已经带上了被加工改造了的痕迹。说得更明白
点，如果把叙述者看作人格，那么被叙述者就只能是
符号或镜象。如果把被叙述者看作人格，那么叙述
者就只能是那面镜子，就是一个框架。另一个被自
然化的思维是，当我们谈论一个叙述的时候，人物都
被自然化地视为人格，所以叙述者就只能是一个框
架。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珊·桑塔格的
《恩主》用了自传的形式，却让评论者“几乎都相信这
是一部‘反自传性’的虚构类小说”［１５］。
对于虚构型叙述来说，由于我们无法在实在世

界中对叙述者我和被叙述者我进行任何形式的同一

性求证，这二者除了指称都是“我”之外，没有任何别
的相似，故而我们只能通过纪实性叙述的分析方式
对其进行映射性思考。另一方面，虚构叙述的第一
人称叙述者比纪实叙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更倾向于

“作假”，因为“作假”就是他的职责。赵毅衡在《广义
叙述学》中对虚构有个精彩的描述：“虚构叙述的文
本并不指向外部‘经验事实’，但它们不是如塞尔说
的‘假作真实宣称’，而是用双层区隔框架切出一个
内层，在区隔的边界内建立一个只具有‘内部真实’
的叙述世界。”［１３］７３因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具有
“内部真实”性，所以如果叙述者与其中的被叙述者
为同一人，他就必然闯入内层，必然同样被视为“真
实”。如果叙述者也被视为真实，虚构又如何可能？
综上所述，任何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与其中

的人物“我”均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即使他们有同样
的名字，同样的称谓，他们也永远隶属于两个世界。
由于作为人物的“我”被自然化地视为人格，所以叙
述者“我”在观念中就只能呈现为框架。作为框架的
叙述者为了增强真实感，常常伪装成人格叙述者，伪
装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利用自然化的跨层经验，布斯
将伪装方式总结为“戏剧化”。质言之，第一人称叙
述是框架叙述者伪装成人格叙述者的叙述。布斯
说：“说出一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讲述
的，并没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东西，除非我们更精确
一些，描述叙述者的特性如何与特殊的效果有
关。”［１６］１６８就是说，叙述者在本质上是同形的，无论
他用哪个人称讲述。他又说：“大多数作品都具有乔

装打扮的叙述者，他们用来告诉读者那些需要知道
的东西，但他们似乎只在表演自己的角色。”［１６］１７１就
是说，各种叙述者的实质，都是为了完成叙述任务，
叙述者只有功能特征，没有人格特征。叙述者的本
质，就是一个为完成叙述任务而设的框架，无论他以
什么样的形态或人称出现。
既然所有叙述者都只是框架，那么这个框架的

材质是什么呢？从叙述者出发，必然要追溯到作者。
布斯认为：“虽然作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
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１６］２３他的理由
是，小说文本无法清除作者的风格，“即使最高度戏
剧化的叙述者所作的叙述动作，本身就是作者在一
个人物延长了的‘内心观察’中的呈现”［１６］２０。他的
意思是说，任何叙述文本，必然或多或少地是作者意
愿的实现。赵毅衡将叙述框架定义为一个“指令集
合”。在这个指令集合中，作者、隐含作者、乃至隐含
读者、读者都应被包含在内，当然，这个框架的中心
部分，是叙述文本。赵毅衡建议至少从三个方面去
考察这个框架：文本构筑、接收构筑、体裁构筑［１］。
文本构筑和体裁构筑属于文化投射，接收构筑属于
受述者、隐含读者和读者。在《苦恼的叙述者》中，他
认为叙述者“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联系，经常超越
作者的控制。他往往强迫作者按一定方式创造
他”［１１］１。他在此处强调了叙述者的文化因素。文
一茗则强调了此框架中的接受主体因素：“我们可以
将‘叙述’理解为一种叙述主体受控于接受主体（‘他
者’）的达意方式，体现出两个主体‘之间’互动的关
系性质，而非单向的意图输出。”［１７］概而言之，作为
框架的叙述者并不是某个单一主体人格的显现，而
是综合了叙述过程中各要素相互约束和制衡机制的

叙述框架的叙述功能部分。
只要将文本放入这个框架，叙述者就自动生成

了。构成框架的元素甚至可以是不完整的，例如一
只猴子碰巧在计算机上敲出了一篇小说，虽然我们
可以认为这篇小说没有作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它有叙述者，因为它有叙述文本，还可能有读者，这
就形成了框架，框架就是叙述者。同样的道理，对一
个个体而言，一旦开口，即成框架。例如，对一个在
多语种环境中讲故事的人而言，他不得不随时面对
操不同语言的听众，只要表达就必须选择一种语言，
对多个听众就必须使用多种语言，同一个故事便会
有数个不同的文本，也就有了数个不同的叙述者，每
一种语言文本的叙述者，正是由读者、文本、作者共
同围成的语言、文化框架，都不可能等同于讲故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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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人格。
叙述者之所以不自由，正是因为叙述者不是一

个纯粹的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而是一个由多个元素
构成的文化指令集合。任何文化指令集合，都非某
一个体所能随心所欲地改变。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
述者常自称为“说书的”，提到了“书”（文本），也提到
了叙述主体的动作“说”，加上“的”字结构，就既有主
体，又有文本，事实上已经将叙述者变成了框架叙述
者。如果用“我”，效果就大不一样，省去了文本，框
架没有显现，就很容易被误认为人格化的叙述者。
本文的观点是，人格化的叙述者并不存在，所有叙述
者都只能是框架。隐含作者也是框架。二者的不同
之处是，叙述者承担框架的叙述功能，隐含作者承担
框架的人格化功能。叙述者没有人格，但是在第一
人称叙述中伪装成人格；隐含作者只有人格，但是常
常被叙述者抹去人格特征。
四、第二人称叙述：伪装人格化的框架受述者
在第二人称叙述中，文本中的一个人物是“你”，

由于这个称谓与叙述者对受述者的称谓一样，所以
也很容易被看作受述者与人物合一。费伦认为第二
人称叙述是一种叙述技巧，“运用这一技巧的大多数
作家都利用这个机会让读者游移于观察者和受述者

之间，实际上，是模糊这两个位置之间的界限”［７］１０９。
与叙述者相比，受述者的形态在叙述学中被讨论得
更不充分。查特曼认为：“在受述者、隐含读者（叙事
之内在参与方）、真实读者（外在于、附属于叙事的参
与方）三者之间作出区分，和在叙述者、隐含作者、真
实作 者 三 者 之 间 作 出 区 分 有 着 同 样 的 必 要

性。”［１８］１３５同时，他对受述者作了如下描述：“受述者
情况类似于叙述者：他在从‘充分性格化的个体’到
‘无人’的范围间变动。”［１８］这一看法，与赵毅衡对叙
述者进行框架—人格二象的分析不谋而合。对受述
者形态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第二人称叙述的理
解。
叙述者不可能在文本中描述自己，似乎可以描

述受述者，特别是在纪实性叙述中。例如书信，受述
者就是收信的人，似乎非常明确。但是，从框架的角
度观察，受述者仍然不可能进入文本，这个道理跟叙
述者一样。我们仍然从纪实型叙述的受述者的讨论
开始。假如我用英文以第二人称给不懂英文的朋友
写了一封信。按照上文的理解，在这封信中，受述者
就应该和我的朋友等同。事实却是，朋友完全看不
懂这封信，他根本就做不了受述者。又如朱自清的
书信体散文《给亡妇》，按文本的引导，受述者应该是

已经死了的妻子，但是死人怎么做受述者？可行的
解释是，在第二人称纪实型叙述中，受述者仍然不是
一个人格，而是一个框架。文本中的人物，伪装成了
受述者。因为受述者必须是能够看到并看懂这个文
本的，不然叙述就失去了对象。这两个例子说明，与
叙述者是一个文化指令集合一样，受述者也是一个
接收文化指令的集合，也是一个框架。第二人称叙
述文本中的“你”，只能是一个人物。虽然从理论上
讲，叙述者对受述者的指称只能是“你”，但是叙述者
几乎从来不会真正提到受述者，因为一旦提到，受述
者就跨入另一个世界。即使是在正常的书信中，叙
述者提到的被叙述者“你”，也必定是已经被观念化
了的“你”。与本文分析叙述者的道理一样，只要我
们把文本中的“你”看作一个人格，受述者“你”就只
能是镜像或框架。结论正如查特曼所描述的那样，
受述者的形态应该与叙述者的形态对应。
对虚构叙述而言，问题更加清晰明白。首先要

对读者与受述者作一个区分。热奈特认为，受述者
就是故事内与叙述者对应的人物，“受述者并不能先
天地与读者（哪怕是潜在的）相混”，他以书信体小说
为例来说明：虽然“书信体小说中的第二人称符号只
能指通信者”，但是“我们读者不能认为自己就是这
些虚构的受述者，正如这些故事内的叙述者不能对
我们讲话，甚至不能设想我们的存在”［１９］。他的意
思是说虚构叙述文本受述者与读者不能等同。中国
古代小说中的“看官”可以视为对受述者的提及，读
者自然不能把自己跟“看官”等同。“看官”一词也涉
及两个方面，因为有“看”的动作，所以必定有看的对
象“文本”，因为“看官”本身为名词，所以他又是人
格。二者的合一，就不仅仅是人格，而是框架。如果
把“看官”换成“你”，因为缺少了动作及其暗示的文
本对象，就很难被理解为框架。一旦“你”仅具有人
格化特征，就只能是人物。还有一个简便的观察方
法，就是翻译文本。同一个第二人称叙述文本，无论
翻译成何种语言（假设翻译准确），人物“你”的人格
是不变的，但是受述者却是可变的，不同译本有不同
的受述者。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受述者不是人格，而
是文化指令的接收框架。
普林斯认为：“受述者‘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

立了一个驿站，他帮助确立了叙事框架，他的作用是
描写叙述者，他强调一些主题，他促进了情节的发
展，他成了作品道德含义的代言人。’”［７］１１１前半部分
说得很对，因为受述者本身就是框架，后半部分又赋
予其人格化特征，就有问题了。如果受述者既是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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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又具有人格化特征，那么隐含读者的位置又在哪
里？受述者与人物的区别又在何处？对受述者，本
文的观点也很明确：不存在人格化的受述者，与叙述
者一样，所有受述者只能是框架。隐含读者也是框
架。二者的不同之处是，受述者是接受框架的功能
形态部分，隐含读者是接受框架的人格部分。受述
者没有人格，但是在第二人称叙述中伪装成人格；隐
含读者只有人格，但是他的人格特征从来不在文本
中显现。所以，第二人称叙述是将框架受述者伪装
成人格化受述者的叙述。
事实上，这一认识费伦已经注意到，只不过他仍

然摆脱不掉对受述者的人格化认知。费伦说：“当我
们想要进行结构主义分析时，我们应该谈论受述者，
而当我们想要进行修辞分析时，我们应该谈论叙事
读者。……第二人称叙述表明这两个概念最终是互
补的。”［７］１１４当然，由于不能把作为人物的“你”与作
为受述者的“你”在观念层次上区分开来，也造成了
他发现如下现象却不能合理地加以解释：“第二人称
叙述表明，受述者越是受到完整的描写，受述者与叙
事读者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同样，受述者受到的描写
越少，二者间的重合就越大。”［７］１１６根据本文的观点，
受述者仅能被暗示或提及，不可能被描写。“你”一
旦被描写（叙述），则成人物，与叙事读者（指隐含读
者）的距离当然就大了。继续仔细思考我们会发现，
他与受述者的距离其实也变大了。
五、叙述者和受述者能否现身？
本文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存在人格化的

叙述者和受述者，叙述者和受述者是文化指令集合
和接收文化指令集合。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伪装
成叙述者，一旦人格化，就成为人物；第二人称叙述
中的“你”伪装成受述者，一旦人格化，也即成为人
物。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叙述者和受述者都是框架，
他们能否在文本中现身呢？

由于叙述者和受述者都是框架，所以他们都是
抽象化的概念，并无一个可以被命名的实体。从理
论上讲，叙述者不可能彻底现身，但是可以部分现
身。部分现身的意思是，框架中的某一个要素可能
声称他就是叙述者，声称者可能是作者，也可能是隐
含作者，还可能是文本，甚至是一个文化要素、人物、
受述者等，或是某几个要素的综合。例如《阿 Ｑ正
传》“序言”称“我要给阿Ｑ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
了”，是框架中的作者部分现身，也可以理解为隐含
作者部分现身。叙述者还可以用“本文”或“本小说”
自指，这是以其文本部分现身。第三人称叙述中的

评论干预，常常出现文化要素现身，例如《三国演义》
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跳出来
说话的的主体，是文化体系。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
出现“常言道”，或者没有引导语直接冒出一句“常
言”，“常言”就是文化要素。在戏剧中，常常由人物
现身充当叙述者，也可以有旁白的声音冒出来，在互
动型戏剧中还可能由观众担任。
无论框架的哪个部分现身，要维持叙述者身份，

必要条件是他不能人格化，除了叙述动作不能有其
他任何动作。一旦人格化，则转化成人物。这一点
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人称叙述，是叙述
者为了避免成为人物的叙述。去除了成为人物的压
力，叙述功能反而得以突出。我们可以认为小说中
的某个人物可以分裂出一个叙述者功能，但是绝不
可以反过来说小说的叙述者可以同时充当其中的一

个人物，也不能说叙述者具有叙述功能和角色功能
二者，因为叙述者不可能叙述自身。叙述者不能同
时既是框架又是人格，而人物可以既是人格又是框
架的一部分。因为人物是具体的，可以抽象出一个
功能，叙述者是抽象的，不可以具体化为一个人格。
那么，为什么赵毅衡说，“在任何叙述文本中，叙述者
永远是二象的”［１］呢？本文认为对这个说法行得通
的解释是：作为框架的叙述者本身包含了一些人格
化的组分，可能来自作者、隐含作者，也可能来自人
物、隐含读者和读者。作为框架而存在的叙述者本
身，只具功能，不具人格。框架的人格部分，由隐含
作者承担。隐含作者永远是人格化的，叙述者永远
是功能化的，这两个抽象化的概念合在一起，便是叙
述文本的发送者框架主体。同样的道理，受述者本
身也包含了这样一些人格化组分，也可能来自作者、
隐含作者、人物、隐含读者和读者。但是受述者也只
能是功能化的，隐含读者则是人格化的。两个抽象
的概念合在一起，便是叙述文本的接受者框架主体。
有些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者从来不以人格化的

形象现身，但是却可以显现出强烈的人格化倾向。
例如巴金的小说《家》，叙述者没有以任何人格化的
身份现身，但是因为叙述者选用了较多的情绪化词
语和句式，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叙述者强烈的情
感倾向。事实上，任何叙述，要做到绝对客观的所谓
“零度聚焦”几乎都是不可能的。“框架背后的这个
叙述者人格，要绝对不露行迹，几乎是不可能的”［１］。
既然作为框架的叙述者不是人格，那么叙述者的人
格化的情绪又来自哪里？解释只能是，这个人格特
征来自框架中的某个人格元素。叙述者的风格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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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一般来自作者，但也可能来自读者，例如父母跟
刚学说话的孩子说话，就必须用孩子听得懂的“儿
语”，这时叙述者的人格就带上了读者的特色。布斯
和费伦都把视角人物称为“观察者”（一译“旁观
者”），观察者的人格也会影响叙述者。冰心的小说
《分》，使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作为观察者并以婴儿
的口气讲话，叙述者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婴儿
的色彩。婴儿不可能叙述，叙述者只可能是框架，但
是视角人物做出了自己就是叙述者的宣称。申洁玲
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
第一人称叙述者：下层劳动者、女佣或妓女、少年儿
童［２０］。这些所谓的“叙述者”其实都是观察者。
《家》的叙述者的情绪，可能绝大部分来自作者。巴
金的后期小说《寒夜》，叙述者显得更加客观冷静，就
是因为作者巴金更加成熟冷静的结果。在讨论第一
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之间的差异时，
申丹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而批评界却“逐步认识
到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与第一人称叙述在视角上的

相似，但同时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将这两种视角
完全等同起来”［２１］。事实上，观察者视角并不影响
叙述者的形态，不论叙述者从哪个角度观察，伪装成
哪个人称叙述，并不影响框架的整体构成。

综上所述，所谓的第一人称叙述，是采用了一个
人物作为观察者，让观察者伪装成叙述者的叙述。
所谓的第二人称叙述，是采用了一个人物作为观察
者，让他伪装成受述者的叙述。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是两位一体的，受述者与隐含读者也是两位一体的，
是框架的两个抽象面。在大量的关于不可靠叙述者
的讨论中，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却常被分成两个层次
来看的，叙述者被视为隐含作者的创造物。不可靠
叙述者的最初定义是：“当叙述者所说所作与作家的
观念（也就是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
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
述者。”［２２］（在华明的译本中，这一术语被译为“可信
的”和“不可信的”）。本文认为，将叙述者与隐含作
者看作框架的叙述功能面和人格面与此理论并不矛

盾。叙述功能可能背离人格，行动可能与思想恰恰
相反，这并不奇怪。布斯也将这个不一致归结为“事
实”轴与“价值”轴之间的不一致。由于两个概念都
是抽象，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赞成“一个抽象物派生了
另一个抽象物”的思维方式。对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的解释，在当代叙述学领域进行得热闹非凡。这些
争论本身最大的问题，正是他们将这二者都视为了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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